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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约“四声”说本于传统文化之四象理论
⒇

陈　顺　智
(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,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 ]陈顺智 ( 1957-) ,男 ,湖北石首人 ,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, 主要从事中

国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研究。

[摘　要 ]汉语为什么会定型为“四声”? 陈寅恪先生早在 20世纪初就认为是由于佛经的转读

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的影响所致。根据现存沈约关于“四声”的材料考论 ,汉语“四声”形成的真正

理论依据并非外来的文化 ,而是渊源于传统文化中古老的“四象”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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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关于汉语何以形成平上去入四个声调 ,陈寅恪

先生早在《清华学报》第 9卷第 2期发表《四声三问》

一文 ,对此作出了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具权威性的

阐释。陈先生认为:四声之中 ,入声最易区别 ,而其他

三声“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。而中

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

声也。 ……佛教输入中国 ,其教徒转读佛经时 ,此三

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。 ……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

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 ,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。合入

声共计之 ,适成四声。”
[1 ]

(第 328- 329页 )

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见解 ,学术界向来奉为

圭臬 ,虽偶尔有学者提出疑义 ,但响应者却寥寥无

几。不过 ,“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”之事 ,终因年代久

远 ,难以稽考 ,所以陈先生在充分推论的前提下总算

留下一定的余地: “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

之三声 ,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 ,今日固难

详知 ,”但转而断言“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

则相同无疑也”。 其实 ,只要我们仔细研究陈先生的

论断 ,就会发现其中很多是揣度之辞 ,有些论证也还

存在着材料或逻辑上的问题。

第一 ,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是否传入中国?陈

先生也只是说“当亦”因佛教传入中土及由佛教徒转

读佛经而传入 ,则非肯定传入。 以陈先生的渊博学

识 ,如果史籍载有此类材料 ,是决难逃出陈先生的睿

智之眼的。之所以不下断语 ,而只作揣测 ,估计是陈

先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作为支撑。不过 ,这也充分说

明了老一辈学者科学而严谨的学术态度。

第二 ,即使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随佛教已经传

入中国 ,也难以论证声明论之三声对汉语之平上去

三声产生影响。 首先是此之三声与中国的平上去三

声是否相同?要论证二者之同 ,则必须弄清印度古之

三声 ,而这一点也是极其困难的 ,甚至是几乎不可能

的。虽然陈先生指出: “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 ,分

别 为 三: 一 曰: Udā t ta, 二 曰 : Sva ria, 三 曰:

Anudā t ta。”但这一点究竟与平上去三声是对应相

同 ,还是相近 ,也难以确考 ,因此陈先生只得再次阙

疑: “今日固难详知。”其次 ,陈先生文中没有举出任

何材料来证明声明论之三声对汉语产生过影响。

第三 ,即使所谓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已随佛教

传入中国 ,三声与汉语之平上去三声相同或相近 ,也

仍然不能证明它对汉语产生过影响。因为 ,古印度声

明论之三声必须通过梵语才能对汉语产生影响 ,然

而当时懂得梵语的人实在少得可怜。关于这一点 ,我

们可以从佛经的翻译史上不难看出: 绝大部分都是

采用“林纾式”的翻译方式。僧人或佛徒之转读佛经

并非用梵语 ,而是汉语。 既然不懂梵语 ,其所转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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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又是汉语 ,那么又怎样能够发现印度古声明论

之三声与汉语之三声“相类似”而运用之呢? 更有趣

的是 ,发明四声的中坚人物—— 周 、沈约、谢 、王

融诸人 ,虽然有的也信奉佛教 ,但似乎都不精通 ,甚

至不懂梵语 ,他们又何以从声明论之三声而转为汉

语之平上去三声呢?反之 ,那些精于转读或者知道声

明论之三声的佛教徒们怎么又恰恰在“四声”说争论

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三缄其口呢? 不仅如此 ,作为“竟

陵八友”之一的梁武帝萧衍既是沈约、谢 的文学好

友 ,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,其三次舍身佛门又三次

被大臣赎回的经历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,然而他却不

知道何为四声。无独有偶 ,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卒

于永明之后 ,并为僧 留养寺中十年 ,复为之整理佛

书《出三藏记集》。 《出三藏记集》是一部叙述佛典结

集及译经历史的书籍 ,其卷一的第四篇《胡汉译经音

义同异记》即出自僧 之手 ,可以说它是最早的翻译

论 ,其中即讨论了胡 (梵 )汉语音的不同 ,根本在于汉

语是单音表意文字 ,而梵文则是复音表意文字。后来

刘勰的《灭惑论》接受了这种思想 ,并进一步认为“胡

汉语隔而化通” ,又在《文心》一书中专辟《声律》一篇

论述声律。但是 ,他们都没有论及转读或印度古时声

明论之所谓三声。 不仅如此 ,更早的谢灵运曾作《十

四音训叙》专论梵汉语言异同 ,亦不及所谓“三声” ;

此后 ,梁陈及于周隋之论四声者几乎不谈转读说 ,至

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说则更无只言片语涉及。

至唐代日僧海空著《文镜秘府论》对六朝以来的诗学

进行总结 ,尤其是对声病问题作了更为广泛的材料

搜罗 ,其中居然也没有从他自己熟习和热爱的佛教

角度加以论述 ,更没有引证前人从佛经转读或声明

论之三声的角度来谈论四声的有关材料。 这不能不

令人疑窦丛生:四声说的依据究竟何在?当时四声的

发现者们是怎样考虑问题的?

推动汉语声律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,例如音

乐、清谈、反切、诵咏等等 ,但这些因素又不是杂乱无

章、毫不相干地发生着作用 ,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

——审美人生与由此而形成的对文学艺术之美的追

求—— 来展开的。 而其崇尚的美的理念正是源于深

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否则 ,我们将无法解释文人

士子自魏晋以来几百年间孜孜不倦、广泛而共同的

追求。同理 ,当我们在追索汉语的声调何以为四声的

时候 ,也就不得不将眼光投入到博大深厚的中国传

统文化之中。另一方面 ,我们在广泛寻求旁证的时候

千万不能忽略了内证 ,即四声发现者们自身的论述 ,

因为他们的论述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解释和最可靠

的第一手材料。

在永明诗人中 ,最早发现四声的是周 ,并著有

《四声切韵》 ,沈约随后复著《四声谱》。 《文镜秘府论

· 天卷》引隋人刘善经《四声指归》说: “宋末以来 ,

始有四声之目。沈氏乃著其谱论 ,云起自周 。”周

的《四声切韵》现已不可见。至于沈约的所谓“谱论” ,

最早著录的是隋人刘善经的《四声指归》 ,说道: “魏

定州刺史甄思伯 ,一代伟人 ,以为沈氏《四声谱》不依

古典。”甄思伯所著《磔四声》或许正是针对沈约《四

声谱》所作的责难文章 ,对此 ,沈约曾作书《答甄公

论》予以回答。又《梁书· 沈约传》亦载: “又撰《四声

谱》 ,以为在昔词人 ,累千载而不寤 ,而独得胸衿 ,穷

其妙旨 ,自谓入神之作。”从“谱论”二字来推测 ,《四

声谱》应该只是沈约四声论著中的“谱” ,或许还有一

种属于“论”的著作 ,颇疑就是《答甄公论》 ,不过由于

史料有限只好阙疑。幸而沈约的另一重要著作《四声

谱》仍被保存下来。

据《文镜秘府论·天卷》所载《调四声谱》云: “诸

家调四声谱 ,具例如左:平上去入配四方。东方平声:

平 病别 ;南方上声: 常上尚杓 ;西方去声: 祛 去

刻 ; 北方入声:壬衽任入。”据王利器先生《文镜秘府

论校注》引任学良注 ,《调四声谱》“即沈约《四声谱》

也”。 并说: “安然《悉昙藏》所引《四声谱》 ,与此全

同。”
[2 ]

(第 23页 )沈约的《四声谱》现已不存 ,但其中

一些片断保存在其他书籍之中。如王利器先生复引

任学良注: “《悉昙藏》曰: `《四声谱》云:四声 四方

也。’ ”何为 ?《说文·日部》云: “明也。”亦即以四方

明四声。但日本学者兴膳宏《〈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〉综

说》一文所引《大正藏》卷八十四《悉昙藏》卷二“四声

谱云”条下之引文与上文小异: “四声肪 (仿 )四方也。

东方是平 ,平 病别。南方是上 ,常上尚夕。 西方是

去 , 去亟。 北方是入 ,任荏衽入。” [3 ]
(第 134页 )

《悉昙藏》的作者僧安然为日本平安朝九世纪人 ,该

书全八卷 ,成书于日本阳成天皇元庆年间 ( 877-

885) ,其时正当晚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中和五年。该书

虽晚于《文镜秘府论》 ,但其所见材料仍然属于唐代

而去齐梁未远 ,应该是可信的。两者所载虽偶有异

文 ,但不难看出它们仍然同属于一个系统 ,其间的差

异也可能因为辗转抄写所致 ,可谓同源而异派。由此

可见 ,沈约正是从四方这一观念入手来理解论证四

声的。这恰好与大家都不谈转读和所谓印度古时声

明论三声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更有意味者 ,安

然的《悉昙藏》为日本当时学习梵文的津梁 ,然而他

却不从梵文的本源—— 声明论之三声 ,反而从沈约

的四声五音入手来进入梵文的音声结构 ,个中缘由 ,

岂不令人深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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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 ,四方与四声之间有何内在关系呢?沈约还

在其《答甄公论》中再次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论述了以

四方四时配四声的观点 ,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个中奥

秘:

昔神农重八卦 ,卦无不纯 ,立四象 ,象

无不象。 但能作诗 ,无四声之患 ,则同诸四

象。四象既立 ,万象生焉 ;四声既周 ,群声类

焉。经典史籍 ,唯有五声。 然则四声之用 ,

何伤五声也。 五声者 ,宫商角徵羽 ,上下相

应 ,则乐声和矣 ;君臣民事物 ,五者相得 ,则

国家治矣。作五言诗者 ,善用四声 ,则讽咏

而流靡 ;能达八体 ,则陆离而华洁。明各有

所施 ,不相妨废。 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 ,

正以春为阳中 ,德泽不偏 ,即平声之象 ;夏

草木茂盛 ,炎炽如火 ,即上声之象 ;秋霜凝

木落 ,去根离本 ,即去声之象 ;冬天地闭藏 ,

万物尽收 ,即入声之象: 以其四时之中 ,合

有其义 ,故不标出耳。是以《中庸》云: “圣人

有所不知 ,匹夫匹妇 ,犹有所知焉。”斯之谓

也。

此文载于《文镜秘论· 天卷》的《四声论》之中。

关于《四声论》 ,中、日学者均毫无异议地认为即是隋

代人刘善经之《四声指归》。隋代去齐梁未远 ,唐代去

隋亦未远 ,因此刘善经之载沈约的《答甄公书》之可

靠就像海空之载刘善经的《四声指归》之可靠一样。

沈约文中之所谓甄公 ,即前云之甄思伯。刘善经《四

声指归》还同时记载了他对沈约四声论的责难: “魏

定州刺史甄思伯 ,一代伟人 ,以为沈氏《四声谱》不依

古典 ,妄自穿凿 ,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

之。又云: `若计四声为纽 ,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 ,万

声万纽 ,不可止四声也。’ ”沈约之论或许正是对甄思

伯责难的回应。从甄思伯之难与沈约之答来看 ,刘善

经所引似非全文。 甄氏之责难主要有二点:一是“不

依古典 ,妄自穿凿” ;二是 “万声万纽 ,不可止为四

声”。对于第二点 ,刘善经代沈约作了回答 ,至于刘氏

代沈氏立论究竟是因为沈氏原文未曾论及呢 ,还是

刘氏对沈的回答不甚满意? 现在无可稽考 ,只得存

疑。不管怎样 ,刘氏的回答也甚洽人意: “甄公此论 ,

恐未成变通矣。且夫平上去入者 ,四声之总名也 ,征

整政只者 ,四声之实称也。然则名不离实 ,实不远名 ,

名实相凭 ,理自然矣。 故声者逐物以立名 ,纽者因声

以转注。万声万纽 ,纵如来言 ;但四声者 ,譬之轨辙 ,

谁能行不由轨乎? 纵出涉九州 ,巡游四海 ,谁能入不

由户也? 四声总括 ,义在于此。”

沈约之答则主要针对第一点: 即四声之说是以

四象之论为理论基础、以圣人之教为准则、以天地之

行为依据的。四象之说始于《周易· 系辞上》: “《易》

有太极 ,是生两仪 ,两仪生四象 ,四象生八卦。”何为

四象呢?《正义》曰: “两仪生四象者 ,金木水火禀天地

而有 ,故云两仪生四象。土则分王四季 ,又地中之别 ,

故唯云四象也。” [4 ]
(第 82页 )两仪即阴阳 ,四象即金

木水火。 为何五行之一的土又被弃置一旁呢? 因为

土要分掌春夏秋冬四季 ,又居于东南西北四方之中 ,

所以只说四象 ,而不说五行。 这里不难看出 ,在传统

文化中作为金木水火的四象与作为东南西北的四

方、作为春夏秋冬的四时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关系。

沈约首先论述了四声乃是以四象作为理论基

础 ,两者构成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: “但能作诗 ,无四

声之患 ,则同诸四象。”可见 ,四声同于四象。此外 ,两

者的作用也相类: “四象既立 ,万象生焉 ;四声既周 ,

群声类焉。”这一点虽然不是直接回答甄思伯的责

难 ,却用中国古代常用的类比手法从理论上论证了

四声说的基础。 其次 ,经典史籍虽然不载四声 ,但四

声与五声的实际作用则完全相同: “然则四声之用 ,

何伤五声也”、“各有所施 ,不相妨废”。这里又引出另

外一个问题 ,即四声与五音的关系 ,以及两者间的协

调 ,换言之四声与五音如何像与四方、四时那样吻

合?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论述。不仅如此 ,沈约还认

为圣人周孔并非不知四声 ,只是没有说而已。而圣人

之所以不说是因为四声之理老早就蕴含于四时之中

了: “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 ,……以其四时之中 ,合

有其义 ,故不标出耳。”第三是沈约明确将四声与四

时联系起来: “春为阳中 ,德泽不偏 ,即平声之象 ;夏

草木茂盛 ,炎炽如火 ,即上声之象 ;秋霜凝木落 ,去根

离本 ,即去声之象 ;冬天地闭藏 ,万物尽收 ,即入声之

象。”沈约于四季不同的气候特征中发现了四声及其

特征 ,从而确立了春平、夏上、秋去、冬入的模式。

沈约在《四声谱》中用四方配四声 ,而在《答甄公

论》中却用四象、四时配四声 ,两者岂不矛盾? 其实 ,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金木水火的四象也可以解释

为春夏秋冬的四时。 四时也好 ,四方也好 ,均源自于

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化——四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象

模式。换言之 ,四声既源于四象 ,复融入其中成为四

象模式的重要内容。因此 ,四象模式中处于对应关系

上的各因素不仅形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 ,而且还可

相互转化 ,进而形成同质同构的关系。所以 ,《周易·

系辞上》说: “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,变通莫大乎四

时 ,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,崇高莫大乎富贵。”即明确

以“四时”与“天地”、“日月”对举。 因此 ,虞翻注云:

“四象 ,四时也。”张载亦注: “四象 ,即乾之四德 ,四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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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象。” [5 ]
(第 439页 )高亨亦注: “四象 ,四时也。四时

各有其象 ,故谓之四象 ,天地生四时 ,故曰: `两仪生

四象。’ ” [6 ] (第 538页 )可见 ,“四象”既可解释为四时 ,

也可以解释为金木水火 ,换言之 ,四时、四象、四方 ,

乃至于四声都是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 ,处于同一对

应位置上的不同因素都同时具有对方的性质与特

征:如木春东平…… ,火夏南上…… ,金秋西去…… ,

水冬北入…… ,由此而构成“四象”模式 ,处于核心的

正是四象。如果我们将这种四象模式加以拓展 ,则四

象还可解释为: 少阳、老阳、少阴、老阴 ;苍龙、玄武、

白虎、朱雀 ;日、月、星、辰 ;阴、阳、刚、柔 ;吉、凶、悔、

吝 ;……。四象解释之繁复庞杂 ,因而衍生成一个巨

大的四象模式系统 ,以致清人成 在《 园日札》卷

一的《两仪四象异义》中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考索。综

前所述 ,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四象为核心

的四象模式及其对应关系简要归纳如下:

四　象　　木　火　金　水

四　方　　东　南　西　北

四　时　　春　夏　秋　冬

四　声　　平　上　去　入

……　　………………

这种思想观念或思维模式对于一个熟习中国传统文

化的人来说决不会感到陌生和讶异 ,也没有什么不

可理解。尽管我们也可以像罗根泽先生那样认为沈

约是拿四声“与古代的四时五声相附会”
[7 ]

(第 173

页 ) ,但是 ,沈约的这种附会岂不比附会梵文之三声

与转读更合情理?而且 ,同样的附会不也表现在中国

文化的各个方面 ,并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

式?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观念 ,沈约以四

象、四方、四时释四声的思想不仅在中国 ,而且在日

本佛教界也得到广泛的阐述与认同。 日僧金刚乘末

裔净严《悉昙三密钞》卷上曰:

四声者 ,鸣于四序 ,应于四方 ,形于四

转也。一 ,平声者 ,平谓不高 ,哀而安之声 ,

春阳气于东 ,德泽不偏 ,发生万物 ,则是初

发自他平等之心也。二 ,上声者 ,上谓上升 ,

励而举之声 ,夏阳气溢于南 ,草木茂盛 ,炎

炽如火 ,则是大勤勇 ,行使菩提树王渐次繁

滋也。三 ,去声者 ,去谓去逝 ,清而远之声 ,

秋阳气耗于西 ,霜凝木落 ,去根离本 ,是则

去无明浊秽之本乡 ,徂菩提净妙之乐土也。

四 ,入声者 ,入谓收入 ,直而促之声 , (入而

止也 )冬主北方 ,阳气收尽 ,天地闭藏 ,万物

佥收 ,是即入住涅般之理窟也。 (四季四方

四转配属了矣 )

显而易见 ,其主要思想显然来自沈约 ,又羼入一些佛

教的观念。让人疑惑和诧异的是 ,作为一个僧人 ,他

不仅没有用佛经的转读说和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

说来解释四声 ,反而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象模

式理论来论述四声 ,反而借助四声说来阐述佛理 ,岂

非咄咄怪事!这只能充分说明:四声说的文化渊源并

非来自佛教 ,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。

无独有偶 ,生活在晚唐时代的日本平安朝僧人安然

在其《悉昙藏》卷二中的一段话 ,与之有异曲同工之

处: “外教说:天地交合 ,各有五行 ,由五行故 ,乃有五

音 ,五音之气 ,内发四声 ,四音之响 ,外生六律六吕之

曲。 今者 ,内教亦说法性缘起生佛发生 ,以业力悲力

故 ,情界器界各有五行五音 ,亦生四韵四声 ,亦与四

声四音合 ,各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如循环。”其中也充

分说明了四象、四时、四方与四声的同质同构关系。

沈约诸人在以四象四方四时厘定汉语的声调调

数的时候 ,也依据四象四方四时的特点确定了汉语

四声的调值。前引沈约《四声谱》即云: “春为阳中 ,德

泽不偏 ,即平声之象 ;夏草木茂盛 ,炎炽如火 ,即上声

之象 ;秋霜凝木落 ,去根离本 ,即去声之象 ;冬天地闭

藏 ,万物尽收 ,即入声之象。”最早谈论四声调值的是

《文镜秘府论· 西卷· 文笔十病得失》所引隋人的

《文笔式》 ,其云: “然声之不等 ,义各随焉。平声哀而

安 ,上声厉而举 ,去声清而远 ,入声直而促。”日本沙

门了尊《悉昙轮略图钞》一引《元和新声韵谱》亦云:

“平声者哀而安 ,上声者厉而举 ,去声者清而远 ,入声

者直而促。”又神珙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》引《谱》

云: “平声者哀而安 ,上声者厉而举 ,去声者清而远 ,

入声者直而促。”各书所说的四声调值之用语相差无

几 ,可能出自同一源流。然而《元和新声韵谱》序却不

说本自《文笔式》而说“本于沈约”。在此有两种可能:

一是二者均本于沈约之论 ,而隐侯之原文今已亡轶 ;

二是均本于前引沈约之论四声与四象之关系一文 ,

略加概括而成。但据其概括性的核心词汇—— “哀而

安”、“厉而举”、“清而远”、“直而促”—— 完全相同来

看 ,属于前者的可能性更大。 因为除此之外 ,还有晚

明释真空之《玉钥匙》亦有“平声平道莫低昂 ,上声高

呼猛烈强 ,去声分明哀远道 ,入声短促急收藏。”又前

引《悉昙三密钞》亦加 “哀而安”、“厉而举”、 “清而

远”、“直而促”于直接源于沈约的春夏秋冬四时之说

之前 ,显然是综合沈约二文而成。 由此不难推论: 第

一 ,四声的调值是沈约诸人所确立 ,后人关于四声的

调值的说法均本于沈约 ,当然这并不排斥周 所作

的巨大贡献。第二 ,确立四声调值的原则是模拟春夏

秋冬四序之象 ,而并非其他什么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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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还可以从四声与五律的不协调来看四声所

依据的是四象模式。在四声出现之前 ,文人们习惯于

用五音来形容比喻文学语言的音乐性 ,其中最为典

型的是《世说新语· 文学篇》所载: “孙兴公作《天台

赋》成 ,以示范期荣 ,云: `卿试掷地 ,要作金石声。’范

曰: `恐子之金石 ,非宫商中声。’ 然每读至佳句 ,辄

云: `应是我辈语。’ ”又范晔《狱中与甥侄书》: “性别

宫商 ,识清浊 ,斯自然也。”其中所说的“宫商”虽然明

显是指文学语言的音韵问题 ,不过仍然属于比喻而

非实指。四声出现之后 ,五音仍被广泛运用 ,即使沈

约也仍使用“宫商”以代指四声 ,如其《宋书·谢灵运

传论》即说: “欲使宫羽相变 ,低昂互节 ,若前有浮声 ,

则后须切响。”至于其他人就更是如此了 ,如刘勰《文

心雕龙·声律》之“声含宫商 ,肇自血气” ,钟嵘《诗品

序》载萧齐王融之“宫商与二仪俱生 ,自古词人不知

之” ,《南齐书· 陆厥传》之“约等文皆用宫商 ,以平、

上、去、入 ,为四声” ,均以五音比喻四声 ,以致相沿成

习 ,因此形成四声与五音交互使用的混乱局面。然而

由于沈约诸人在确立汉语声调之时选择了四象模

式 ,因此也就必然注定与当时通行的“五音”—— 五

行模式发生冲突 ,也就必然造成如刘善经所说的“当

世文人 ,论四声者众矣 ,然其以五音配偶 ,多不能谐”

的现象。要想四声与五音和谐吻合 ,只有二种可能:

第一是将四声变为五声 ,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

平声分为清浊两声 ,适成五声 ,以配五音。 第二是削

五音为四音 ,以配四声。但也面临着一个问题 ,即五

音之中削去哪一音? 其依据何在? 北齐的李概最终

解决了这一难题: “齐太子李 (季 )节 ,知音之士 ,撰

《音韵决疑》 ,其序云: `案《周礼》: `凡乐:圜钟为宫 ,

黄钟为角 ,大蔟为徵 ,沽洗为羽。’商不合律 ,盖与宫

同声也。五行则火土同位 ,五音则宫商同律 ,暗与理

合 ,不其然乎。……窃谓宫商角徵羽 ,即四声也。’ ”李

概的论据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儒家经典的问题 ,但实

质上却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文化问题。他不是将四

声扩充为五声 ,而是将五音削为四音 ;换言之 ,他是

从更为深远的文化渊源上将五音所属的五行模式还

原为更为古老的四象模式 ,从而解决了这一众说纷

纭的理论问题。

根据《白虎通· 五行》 ,我们可以将李概这种

“五行则火土同位 ,五音则宫商同律”还原成五行模

式 ,而与四象模式进行比较:

五方　东　 南　 西　 北　 中

五行　木　 火　 金　 水　 土

五时　春　 夏　 秋　 冬　 四方 (或季夏 )

五音　角　 徵　 商　 羽　 宫

……　…　 …　 …　 …　 …

四声　平　 上　 去　 入

五方之“中”、五行之“土”、五时之“四方” (或季夏 )、

五音之“宫”在四象模式中并无对应的存在。 在上面

模式中 ,为了配合五行而强将四时改为五时 ,因此

《白虎通》则增加了“四方” ,董仲舒则不称“四方”而

分夏为“季夏”以成五行之数 ,显然是为了迁就“五”

的模式而形成的。如果从前述四象模式来看 ,四象之

中并没有“中”、“土” ,如果再参以“火土同位”、“宫商

同律” ,则正成四象之数 ,与前述之四象模式完全吻

合。因此 ,“中”一列显然是后起的。四象模式与五行

模式的这种龃龉现象不仅表现在四象与五行之中 ,

还典型地表现在古代“明堂制”的争论之中。 明堂之

制 ,据载始于西周 ,《周书· 明堂》说: “明堂方一百

一十二尺 ,室中方六十尺 ,东应门 ,南库门 ,西皋门 ,

北雉门。东方曰青阳 ,南方曰明堂 ,西方曰总章 ,北方

曰玄堂。 中央曰大庙 ,以左为左个 ,右为右个也。”明

堂之四方属前述之四象模式 ,但在研究明堂起源时 ,

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按照五行学说及模式构造出来的

政治制度 ,有的学者则认为: “不是明堂制受五行说

影响 ,而是五行说受明堂制的影响。理由之一 ,五行

说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,而明堂制始于西周 ,且其远

源更可追溯到夏商。” [8 ]
(第 163页 )其实明堂制也属

于四象模式这一系统 ,而五行模式正是在四象模式

的基础上增加了“中心”观念而发展扩大所成。明乎

此 ,我们也就不难知道“土”、“中”、“四方 (季夏 )”正

是依据五行所建立。换言之 ,由于战国时期五行模式

的出现 ,从而重构和取代了此前以“四”为主的四象

模式 ,原属于四象模式之中的四方、四时也被改造为

五方、五时 ,至于早在《尚书· 益稷》中便有的“五

声”更被自然地引入五行模式。梁启超在其《阴阳五

行说之来历》一文中早已辨明: “五行说之极怪诞而

有组织者 ,始见于《吕氏春秋》之十二览。其后《小戴

礼记》采之 (即《月令篇》 ) ,《淮南子》又采之。其说略

下: `孟春之月……其日甲乙 ,其帝太 ,其神句芒 ,

其虫鳞 ,其音角 ,……其味酸 ,其臭膻 ,其祀户 ,祭先

脾。……天子居青阳左个。驾苍龙 ,载青 ,衣青衣 ,

服青玉 ,食麦与羊。’ 如此将一年四季 ,分配五行 ,春

木 ,夏火 ,秋金 ,冬水 ;所馀之土无可归 ,则于夏秋交

界时拓一位置。於是五方之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 ,五色之

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 ,五声之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 ,五味之

酸、苦、咸、辛、甘 ,五虫之毛、介、鳞、羽、倮 ,五祀之

井、灶、行、户、中霤 ,五谷之黍、稷、稻、麦、菽 ,五畜之

马、牛、羊、犬、豕 ,五藏之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 ,五帝之太

、炎帝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 ,五神之句芒、祝融、后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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蓐收、玄冥 ,皆一一如法分配 (《洪范》五事抑未编

入 )。乃至如十天干 ,六律 ,六吕等数目不与五符者 ,

亦割裂以隶之。于是 ,将宇宙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 ,

皆硬分为五类 ,而以纳诸所谓五行之中。”
[9 ]

(第 352-

353页 )正因为两者有着渊源关系 ,因此总难免力求

将其统一 ;正因为两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,所以又

总难免抵迕不安 ;更加上五行说晚出 ,而且影响日

巨 ,因此人们也难免以五行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四

象模式 ,造成以五音配四声而歧义迭出。由此可见 ,

李概最大的贡献就是从理论上认识到四声与五音乃

是两大模式之间的差异 ,并以当时不甚通行的四象

模式为准则来校正五行模式 ,或者说将五行模式还

原为四象模式。或许他的论证过于简单 ,也或许他过

于依赖经典 ,还或许他提出的“宫商同律”的观点尚

需探讨 ,但他的思维路向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,甚至可

以说直指沈约四声说之文化本源—— 四象模式。正

因为李概之说深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层面 ,所以也自

然容易得到广泛的响应与认同 ,刘善经就极其兴奋

地说道: “李氏忽以《周礼》证明 ,商不合律 ,与四声相

配便合 ,恰然悬同。愚谓钟、蔡以还 ,斯人而已。”至唐

代之论四声与五音者仍用其法 ,如初唐人元兢之《诗

髓脑》也说: “声有五声 ,角徵宫商羽也。分于文字四

声 ,平上去入也。 宫商为平声 ,徵为上声 ,羽为去声 ,

角为入声。”

综前所述 ,沈约的汉语四声说的理论基础与依

据并非外来的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与佛经转读 ,而

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四象模式。四象

模式不仅决定了沈约确定汉语声调的调数 ,而且还

确定了汉语声调的调值。 至于沈约为何选择四象模

式而不选择五行模式 ,因沈约没有论述 ,所以与其去

凭空推测不如就此阙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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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N-Yue 's Theory of “ Four-Tones” Taking Shape in

“ Four-Image” Theory in Traditional Culture

CHEN Shun-zhi

( 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 rsity 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 )

　　 Biography: CHEN Shun-zhi ( 1957-) , male, Pro fessor , School of Humani ties, Wuhan U niv ersity,

majo ring in the poetry of W ei-jing , South and North, Shui , and Tang Dynasties.

Abstract: Why did Chinese tend to take shape in “ Four-Tones”—— As to this question, M r CHEN

Yin-que had a point of v iew tha t Chinese“ Four-Tones” to ok shape in the chang ing-reading o f scripture of

Buddhism and “ Three-Tones” of “ Sheng Ming Lun” of ancient India in the ea rlier times last century. On

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SHENG Yue 's expanding about “ Four-Tones” , i t is clea r tha t the real theo retical

foundations of the forming of Chinese“ Four-Tones” are not f rom fo reign culture. They a re deriv ed in the

age-o ld theory of “ Four-Image” in Chinese t raditional cul ture.

Key words: Four-Tones; tradi tional cul ture; Four-Ima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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